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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学近视检出率为 53.6%，视力不良问

题已被 WHO 纳入“视觉行动 2020”计划［1］。同时，

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也是 21 世纪严重的公共卫生

挑战之一［2］。大量研究证实，近视与肥胖问题主要

与缺乏体育锻炼有关，而过重学业负担是导致青少

年缺乏体育锻炼的关键核心因素。面对广大青少年

健康危机，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规定“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

体补课”“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

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为减轻青少年负担，

国家先后出台《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

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文

件。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以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

“双减”）。《意见》对修复教育生态，保障每位中小

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政策保障［3］；要求“提高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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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满足学生

个性化、差别化、实践性学习需求；提出“开展适宜

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的要求，促进中

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2021 年秋季开学以来，上海、江苏、安徽、陕西

等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包括作业辅导、体育、

科学、阅读、艺术、心理游戏、静心阅读、伙伴交往、师

生谈心、科普活动、劳动实践、电影观赏等内容的校

内课后服务［4］，时间大多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时长不

少于 2 h，即“5+2”［5］。然而，目前我国课后延时体育

服务还存在师资力量薄弱、运动风险顾虑、服务内容

单一、支持手段有限等困境，表现为不重视、参与低、

内容少、时间短、效果差，呈现出复杂性、广泛性、低

效性等特征，降低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而课后

延时体育服务对中小学生体魄锻炼和人格塑造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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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双减”政策下，减轻学

业负担，提高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迫在眉睫，保护

中小学生健康刻不容缓。本课题在梳理我国中小学

课后延时服务形成的多重逻辑基础上，探析制约课

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的现实困境，提出保障策略，旨

在为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改善中小学生身心健

康水平提供参考。

1　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形成的多重逻辑

1.1　课后延时服务的生成逻辑

课后延时服务，也称课后服务。课后服务首次

出现在教育部办公厅 2017 年发布的《关于做好中小

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是为了解决家

长因工作时间与中小学生放学时间不同而引起无法

及时接送学生的问题所产生的一种服务。课后延时

服务是指为促进学生健康发展，解决放学后部分学

生接送难、无人照管的问题，在正常教学活动结束

后，以学校为主体，以中小学生为客体，利用学校资

源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延时服务［6］。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我 国 传 统“大 家 庭”结 构

调 整，“核 心 家 庭”成 为 社 会 的 基 本 细 胞。2018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例达

43.7%［7］。“双职工”家庭比例越来越高，家长无法

兼顾放学后子女的接送和陪伴，导致学生放学后

“无人看管”，“三点半现象”愈来愈严重［8］。为解决

这一问题，部分义务教育学校开设“晚托班”，以帮

助家长承担放学后的看管与监护。因此，有效解决

“家长接送学生难”的问题成为课后延时服务的生

成逻辑。

1.2　课后延时服务的动因逻辑

课后延时服务是实现“双减”政策落地的一项

重要措施。首先，课后延时服务可以减少中小学生

因无人看管引发的意外事件，保障其身心健康发展。

亦可以利用课后服务，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活动内容，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促进个性发展、提升核心素养，

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课后延时服务的宗旨是服

务家长，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大量农村务工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农村留守

儿童数量增多，达 1 550 万余名，留守儿童的犯罪占

未成年犯罪的比例为70%［9］。通过课后延时服务可

促进资源协调发展［10］，发挥好体育场、音乐室、美术

室等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减少留守儿童

的校园欺凌、盗窃、自残、早期性行为等现象。此外，

低收入家长儿童也需要更多的机会开发和培养体

育、音乐、艺术等方面的兴趣。最后，随着国家不断

出台相关政策，规范课后服务工作，各地逐渐形成丰

富多彩的课后延时服务，涉及科技、艺术、体育、民俗

民风、影片观摩、劳动技能等内容，可以满足学生休

闲、娱乐、个性发展等需求，并有助于提升综合素养，

实现职业期望。报道显示，中小学生主动自愿参加

课后延时服务的比例较高，部分学校甚至达100%。

因此，学生全面发展需求是课后延时服务发展的内

生动力。

1.3　课后延时服务的演进逻辑

雏形阶段。我国课后服务的产生可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11］，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城市化进

程加速，家长与学生放学时间的冲突，导致部分儿童

放学后无人看管，引起社会关注。因此，部分义务制

教育学校开设“晚托班”“课后托管”，成为我国课后

延时服务形成的逻辑起点。随后，市场经济的介入，

商业化校外机构的“看护”“提供学习场地”“代接

送”等业务陆续出现，并逐渐演变为“课外辅导”“兴

趣补习”。学校附近小区的一些民宅，“看护班”“小

饭桌”在这一阶段兴起。这一阶段，无法清晰直观

地界定支持主体，既有学校，也有机构、家庭，服务以

看护为主，作业辅导为辅。

发展阶段。2004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关于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一

费制”收费办法的意见》出台，加强学校收费管理，

禁止乱收乱支（图 1）。该意见进一步规范部分学校

“晚托班”收费。2009 年，《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

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强调不得占用

学生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和集体补课，该文件对学校

“晚托班”产生影响。2014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

于 2014 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

施意见》，直指学校的有偿课后服务。2015 年，教育

部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

的规定》，对课后服务产生一定影响，这一时期，有

偿课后服务在校内的存活空间受到政策限制。各地

市为落实国家政策要求与满足学生及家长现实需

要，陆续出台地方文件，规范校内课后服务收费及服

务内容。如广东、辽宁、湖南等 20 个省份采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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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校、家长联合分担经费的方式，开展课后延时服

务；吉林、天津、上海、北京、福建、贵州、河北、山西

则提供免费课后延时服务［12］，进而形成地方先行，

各具特色的课后延时服务。基于此，系列政策的先

后出台成为我国课后延时服务的制度逻辑。   

图1　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的历史进程

Fig.1  Historical process of after-school service in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繁荣阶段。2017 年，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对课后服务做了详细的规定。随后，全国 25 个省市

出台地方意见。2018 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正

面回应了“三点半现象”的困境。2021 年 7 月，《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发布，进一步规范了我国课后服务，为

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提供有力保障。由此可见，

“减负”成为我国中小学生课后延时服务的行动

逻辑。

2　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现实困境

“双减”是国家站在时代高度的战略安排，是治

理过重学业负担、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

面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就国家视角而言，“双减”

政策明确要求加强体育锻炼，为学校体育广泛开展

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就社会视角而言，通过“双

减”形成减负共识，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的教育问题，

为学校体育发展增添生机活力；就学校视角而言，

“双减”政策有助于深化学校体育体制机制改革，有

利于改变过于倚重智育，而忽视体育的教育不均衡

现象，对加快推进“体教融合”，促进学校体育深入

发展，提升学校体育的战略地位具有积极作用；就

家庭视角而言，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有效缓解家

长焦虑情绪，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精力负担，提

升家长对体育的认可度，激发学生学校体育参与热

情。由之可见，“双减”政策为学校体育发展带来新

机遇。

《意见》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后延时服务时间

和质量提出要求，强调开展科普、文体、艺术、劳动、

阅读等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体育是课后延时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运动深受学生的青睐，成为中

小学生热衷报名的内容。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是指学

校利用现有的体育场地、资源，积极引进校外体育培

训机构，为学生全面发展和满足个人需求，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课后与体育培训机构合作，开展丰富多彩

的课外体育活动［13］。众所周知，发挥学校体育的育

人效用，需要时间作为基础保障。每次运动时间、运

动强度及运动量只有达到有效阈值，才能达到立德、

育智、强体、审美、尚劳的效益。因此，课后延时体育

服务应达到一定时间，并在一定时间产生一定效用。

然而，我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仍存在以下困境。

2.1　师资力量薄弱遏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主体

供给

目前，绝大部分学校的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由学

校体育教师承担，而我国中小学教师存在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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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副课教师少的问题［14］。就供给侧而言，社会支

持的实施者数量少，势必制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供

给质量。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数

量仅 653 055 人，体育教师存在巨大缺口［15］。如上

海目前中小学在校学生约 130 万人，体育教师仅 1 万

多名，师生比约 1∶130。按体育课程改革要求，最适

合的体育师生比为 1∶100。那么，上海市中小学需

要 1.2 万～1.3 万名体育教师，缺口约 20%［16］。与英

国（1∶8）［17］，芬兰、丹麦、挪威（1∶10～1∶20）［18］，

澳大利亚（1∶11）［19］，存在巨大差距。体育师资严

重不足，工作任务繁重，课后再开展体育服务，势必

影响效果。师资力量薄弱的原因有：①体育教师入

职、入编门槛高。特别是对于退役高水平运动员，

文化水平及学历较低，而入职学历要求高，考编难

度大［20］，致使高水平运动员队伍对中小学教师岗位

只能望而却步；②重文轻体的传统惯习，导致在教

师总数的限制下，体育教师指标被语数外等主科目

占用［21］；③体育教师社会认可度低，污名化现象严

重［22］，相对主科目教师职业地位低，工作收入明显

少于主科目老师。

2.2　运动安全顾虑制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客体

参与

体育运动既有增强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

积极作用，也存在运动风险。特别是在足球、篮球等

直接对抗性项目中，队员之间难免出现推、拉、挤、打

等过分动作，引发运动性损伤。这些事故不仅给学

生带来身体的伤害，而且给学校、体育教师、班主任

造成不良影响，激化学校与家长的矛盾，很多学校因

此不敢放手开展体育课程。存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走过场、效果不乐观等情况［23］。如课表上安排体育

课，但实际实施时，则由其他可在教室内完成的课程

代替。其原因在于：①部分中小学生活泼好动，勇

于尝试，敢于冒险，但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24］，易引发运动安全问题。②学校缺乏运动安全

保障制度或执行效果差，缺乏完善的学校体育伤害

事故防范与处理的法规和管理制度体系［25］。③部

分中小学场地、器材、服装等达不到国家标准［24］，存

在安全隐患增加学生运动风险。④体育教师数量不

足，无法兼顾到全体学生。导致体育教师擅离职守、

未对学生进行保护、未尽到义务、未及时告诫或制止

危险行为等现象时有发生［24］。⑤部分家长过分溺

爱孩子，运动引发的轻微损伤或不适，就会向学校反

映，甚至制造不良舆论，要求学校或教师负全部责

任，学校、社会和家庭关系紧张［26］，校方开展体育服

务如履薄冰。

2.3　内容单一阻滞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全面均衡

发展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北欧等发达国家的课后

服务开展较早，发展程度较高，在世界享有赞誉，可

为我国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美国的

课后服务纳入亲子活动、劳动技能，对学生进行潜在

的体育教育［27］。英国加入志愿或商业活动，提高学

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并确保青少年每周参加 1～2 项

高质量的体育比赛。丹麦、芬兰、瑞典、挪威，重视儿

童青少年冲突处理、劳动技能锻炼能力培养。日本

积极调动社区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学校负担的

同时，促进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28］。我国课后延时

服务包括校内阅读、自习、做作业、社团、兴趣小组活

动、劳动实践、体育训练、艺术审美、观影观赛、心理

游戏、伙伴交往、师生谈心等内容。

2021 年 7 月，“双减”政策颁布后，我国各地区

积极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规范

该项工作。其中，北京、南京、长春、深圳等地对学生

体育锻炼时间提出明确要求，如 30 min、1 节课或 1 h

等。上海市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广州市对托管总

时间进行规定，浙江省课后服务还增加免费“线上

服务”和“暑期托管服务”。由此可见，各地市按照

《意见》要求，积极开展内容丰富的课后延时服务，

基本覆盖体育内容，但仅少数省市对体育锻炼的具

体时间进行明确规定，我国中小学体育课及课后延

时服务主要设置田径、三大球及体质健康测试或体

育中考项目，缺少学生们喜爱的羽毛球、跆拳道、游

泳、体育舞蹈等课程。报道显示，武汉市小学生有专

人指导的文艺体育科技服务占 10.7%［29］，2/3 学校课

后服务时间为 1 h，1/3 为 2 h，个别仅 30～40 min，学

生体育服务时间短且难以保障。

导致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容单一的原因包括：

①体育场地设施不足。由于部分乡村学校有篮球

架、没有篮球场，有足球门、没有足球场现象屡见不

鲜，很少配有羽毛球馆、游泳馆、形体房等［30］，导致

多数学生喜欢的羽毛球、游泳、体育舞蹈等项目，因

场地设施不足限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有效开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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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部分学校将课后服务转向作业辅导，甚至文化

课教师上课、考试、讲解试卷，将课后服务转为变相

的教学时间；②体育教师师资不足。有限的体育师

资力量多集中于体育中考项目，限制课后体育服务

多元化内容开展，导致大部分学校开设的课后体育

服务内容不受学生欢迎，从而降低了客体参与的积

极性；③我国应试教育制度中体育占比低，而且不

易拉开分数［31］，部分学校对体育重视不够，课后体

育服务内容受限。

2.4　支持手段有限阻碍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社会

联结

支持手段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纽带，是架设在

社会支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支持手段的工具

选择取决于支持内容，支持内容越丰富，支持手段越

多。反之，支持内容越单一，则支持手段越有限。有

限的支持手段势必阻碍支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社会

联结。客体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欲望降低，心理评

价差，导致课后体育服务效益无法达到预期。实践

显示，多主体在“双减”政策执行中，“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学校形式上坚决支

持国家“双减”政策方针，实际上无论是物质支持还

是精神支持手段皆十分有限，缺乏实际的、能体验到

的、情绪上的积极支持。

大部分学校基于提高“升学率”的目标驱动，课

后延时服务中仍然坚持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课程

辅导及作业布置，而课后体育辅导较少；主科社会

培训机构则利用节假日及课后时间，转入地下组织

培训培优活动，而体育培训机构服务水平有限；大

部分家长对“双减”后加大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表示

支持，但也有少部分家长对课后体育服务质量表示

担忧；此外，部分成绩差生家长利用课后延时服务

时间，更倾向于高价聘请私教为孩子培优补差，而

不给予学生参与体育的物质及精神支持。有限的

支持手段源于：①家长对体育的认可度存在明显差

异［32］，部分家长存在“唯分数”的认识误区，认为万

般皆下品，唯有“分数高”，形成“重分数轻体育”的

惯习误识；②对孩子未来发展与就业压力的担忧，

致使部分家长对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支持度较低，

限制学生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降低了课后延时

体育服务时效。

3　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的保障策略

体育强则中国强，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体

育对改善中小学生体质状况，减少近视发生率，降低

肥胖率，预防慢性病，增强意志品质，改善不良情绪，

培养遵纪守法行为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聚焦“减负”，保障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至关重

要。“双减”工作是一项多主体、多手段、多元化的

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的

“协同减负”。基于我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主体、客

体、内容与手段的现实困境，提出我国课后延时体育

服务时效的保障策略。

3.1　实现多元主体支持，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有

效供给扫清障碍

多元主体支持是“减负”的有力保障，是课后延

时体育服务有效开展的必然选择。课后延时体育服

务最重要的主体是学校，学校教育活动开展是在各

地市的教育局、教育厅等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实

现，各地市教育主管部门接受教育部的统一指挥。

《意见》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因此，

形成政府、学校、基层社区、企事业单位、家庭、志愿

者等多元化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主体，其中，政府支

持是主导，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政府失灵现象时有

发生，非政府组织则可利用自身优势辅助国家对弱

势群体实施社会支持。

当前，我国很多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存在

运动安全顾虑、师资力量不足、场地设施有限、服务

内容单一的困境。实现多元主体支持，将为解决这

一困难提供出路。①统筹核定编制，配足配齐体育

教师。中小学校可与体育院校、综合类大学或运动

队合作，吸收体育或医学专业在校大学生及运动员，

补充体育师资［33］，动员更多主体参与到课后延时体

育服务工作。同时，强大的师资可以传授更丰富的

运动安全防范知识与技能，提高中小学生识别、预

防及规避运动风险的能力，减轻中小学生及家长的

运动安全顾虑；②鼓励中小学与校外体育培训机构

或场馆等第三方合作［34］，动员社会主体参与到课后

延时体育服务，解决学校师资和场地设施不足的问

题。学校可就近与学生热衷项目的体育培训机构、

综合体育馆、游泳馆等建立联系，开展学生喜爱的游

泳、跆拳道、羽毛球等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容，提高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质量；③随着国家对全民健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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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投入的加大，基层社区场地不断完善。可借鉴日

本经验，鼓励中小学打破学校界限，充分调动社区力

量［28］，动员社区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离退休体育

教师等社区主体，以社区为单位开展中小学生课后

延时体育服务。

3.2　提升客体主观能动，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参

与提供行为动力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客体为全体中小学生。保

障体育服务的时效，离不开客体的积极参与和主观

能动性。研究表明，青少年每天参加课外体育锻炼

时间控制在 60 min 以内对学业成绩提升具有显著

增益效应［35］。之所以具有增益效应，是因为体育

对注意力、观察力、思维力均具有提升作用，可促进

智力发展；体育具有维持个体良好情绪和身心健康

功能；体育是提高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的重要途

径。但是，儿童青少年群体仅 5.3% 达到了 WHO 所

规定的参加 60 min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一方面，源

于学习任务繁重，课业较多，中小学生长期处于学校

教育静态规训之中，动态的生命活力反遭鄙视和不

屑［36］；另一方面，在强大的电子媒介技术攻势面前，

部分中小学生彻底沦陷于游戏、短视频、动画片等虚

拟的网络世界［37］。

鉴于此，可通过以下措施提升客体主观能动性：

①有效落实相关政策，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增加

体育锻炼时间。“双减”政策要求各类机构不得利

用寒暑假、休息日等进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优

活动，明确要求课后延时服务内容中包含体育训练，

予以客体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和政策保障。《关于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关于进一步

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等规定各平台网络游戏仅在周末 20∶00～21∶00

面向未成年人开放，这一举措对限制青少年过度使

用电子产品具有积极作用，对间接提高客体主动参

加体育运动起到一定助力作用。因此，家长认真履

行监护人职责，监控中小学生适度进行网络游戏，鼓

励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熟练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

有助于提高中小学生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参与的能动

性。②尊重学生的体育兴趣爱好，支持主体为客体

提供丰富的、可选择的体育课程，激发中小学生体育

参与活力。其中，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做人教育、生活教育和养成教育中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家长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运动技能

指导能力、运动支持度等对学生养成运动习惯至关

重要。因此，提高家长群体体育参与及支持度，是提

高中小学生体育参与积极性的有效措施之一。

3.3　丰富内容体系，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均衡发

展创造良好条件

我国课后服务内容涵盖作业辅导、体育、艺术

等，但仅北京、南京、长春、深圳规定了体育服务的时

间，关于服务的具体内容则无明确要求，进而导致部

分学校课后体育服务不开展体育活动，或者开展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项目练习，或者进行体育中考项目

的训练。仅少部分学校调研学生的需求和喜好，开

展课后体育服务。因此，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的时间和内容参差不齐，效果难以保障。可通过以

下措施丰富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容体系：①学校应

研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标准，对体育服务的时间进

行明确规定。在形成多元主体支持的前提下，不断

拓宽体育服务内容，打破年级、班级界限，以学生兴

趣为依据，提供学生需要的、喜欢的体育课程，进而

激发学生参与体育的热情，帮助儿童青少年养成终

身体育习惯。此外，体育服务内容要结合不同年龄

段学生的生理学特征，低年级以体育游戏为主，培养

体育兴趣；高年级进行运动技能的传授，支持青少

年体育社会组织为学校体育活动提供技能指导，普

及体育运动技能，做到教会、勤练、常赛［38］。②在课

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方面注入情感支持、工具支持、

讯息支持和友伴支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39］，从源

头上解决减负增效问题。情感支持是指支持主体对

客体表示友爱、关怀、同情、了解和信任，是社会支持

的核心成分。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过程中，教师

应给予学生肯定性的鼓励、关心和爱护。工具支持

是客观的、可见的实际支持。如中小学生参与课后

体育服务中使用的场地、设施、经济支持等。因此，

丰富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容，需要支持系统主体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家长给予经济援助。讯息支持指

通过纸质或电子媒体，获取相关信息。学校、社区、

家庭除给予运动技能传授外，还可为中小学生提供

适当的体育信息，使学生了解体育在强身健体，增强

意志品质，改善情绪，促进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友伴支持是指根据共同爱好结成友伴，形成“友

伴群体”，共同完成活动任务。在丰富体育服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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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方面，可利用“友伴教学”，提高学生团队意识和

责任感。

3.4　改善支持手段，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实现提

供关键技术支撑

改善支持手段就是从方法上解决课后延时体育

服务关键技术问题。具体措施为：①课后延时服务

作为一项利民政策，通过政府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

收费等方式确保经费筹措到位。在政府给予一定资

金扶持的情况下，各学校应积极争取社会支援，鼓励

校友或社会企业捐赠，成立专项基金，用于课后延时

体育服务的开展。②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实施过程

中，适当给予学生物质或精神鼓励，有助于促进学生

持久地参与体育运动。可采取计时的方式，制定奖

励办法，每月、每学期、每年累计达到一定时间，颁发

奖状、奖杯或学习用品，并张贴荣誉榜，鼓励学生主

动参与体育。③除需对客体改善支持手段外，也可

通过对主体给予物质和精神支持的方式，实现体育

服务精准化供给 ［40］，鼓励更多志愿者、企事业单位

参与课后体育服务工作，特别是师资力量薄弱、场地

设施匮乏的农村中小学，政府部门可给予相关机构

一定经济奖励或荣誉鼓励，个人所在单位对积极参

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社会服务的人员，在年度考核、

晋升、绩效分配等方面给予政策、物质及精神支持，

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后服务

中［40］，形成校内外联动机制，提升课后延时体育服

务质量。

4　结论

“双减”政策是国家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业

负担、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健康成

长的重要举措。减轻过重学业负担，切实提升课后

延时体育服务时效，无疑对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具有

革命性意义。本文探讨了我国课后延时服务形成的

多重逻辑，研究认为，课后延时服务的生成是为解决

部分家长接送学生难的问题，其动因是助力学生全

面发展，其演进经历雏形阶段、发展阶段、繁荣阶段。

“双减”政策强调体育是课后延时服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是我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时效差，存在师

资力量薄弱、运动安全顾虑、服务内容单一、支持手

段有限等现实困境。研究提出，以学校为主阵地，配

足配齐体育教师、传授更丰富的运动风险防范知识

与技能，不断提升中小学生体育参与的能动性、研制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标准，丰富内容体系、改善支持手

段，提升支撑保障能力等措施，保障课后延时体育服

务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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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liness and Guarantee of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asing the Academic Burden for 

Students Undergo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LI Yanlong1， CHANG Feng2

（1.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rbin Sports University， Harbin 150008， China； 2. Institute of Sports 
Human Science， Harbin Sports University， Harbin 150008，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new 
guidance has been issued to ease the academic burden and standardize the after-school progra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Spor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fter-school program. Therefore， it should be given its due. This 
paper uses “subject， object， content and means” as the main logical line， analyzes the multiple logic and realistic dilemma of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staff shortage affects the subjects supply， the sports safety concerns restricts 
the objects participation， the single content blocks the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the limited means of 
support hinders the social connection of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 This paper proposes to realize the support of multiple 
subjects to clear the obstacles for the effective supply， promot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object to provide behavioral 
motivation for the participation， enrich the content system to create 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means of support and provide key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
Key words：easing the burden of excessive homework and off-campus tutoring for students undergo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after-school sports program；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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